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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立法監督制度若干問題
探析

郭天武

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在法律上的制度化體現和保障。它

的出現，對中國原有法律的影響是巨大的，由此衍生了諸多立法方面

的複雜現象和問題。而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監督則是其中一個

十分值得關注的問題。香港基本法規定，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

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觸。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都必

須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徵得基本法委員會意見

後，如認為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關係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發

回的法律立即失效。上述規定表明，基本法已經確立了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的立法監督制度，但是，這就產生了如何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行使立法時不超越中央的授權並符合基本法的要求問題，也就是

中央如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實行必要的監督和限制，這一

制度在理論層面和操作層面上存在那些缺陷，從而可能影響監督的

實際效能。本文的目的在於對此進行梳理和探討，以期有助於這些

問題的解決。

一、香港基本法對中國立法體制的影響

立法體制是與國體、政體和國家結構形式相適應的，以行使國家

立法權的機關，委託或授權行使制定法規、規章的機關為主體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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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不同層次法律規範的權限劃分，以及上述機關相互關係的法律為

規範體系的總稱。在香港基本法沒有施行以前，中國的立法體制是“一

元多級多體式” 的，這是與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相適應的，即

立法權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有有限的立法權，並且地方立法不得與憲

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香港基本法施行以後，規定了特別行政

區享有高度獨立的立法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設立的立法會，是行

使立法權的機構，享有立法（制定、修改、廢除法律）及其他方面的權

力。除了國防、外交和與國家主權有關的事項外，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機構有權就自治範圍內的所有事項立法，既可制定單行的法律，也

可制定法典性的基本法律，如：香港立法會就有權制定、修改刑法

典、民法典、商法典、訴訟法典等。1 這樣，我國的立法體制除了原有

的在中央國家權力機關統一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前提下，並賦予最高國

家行政機關和地方機關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

條例等權限的體制外，又賦予了特別行政區享有相當大的立法權；雖

然這種立法權仍然屬於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權的範疇，但它是特別行

政區高度自治區的重要內容和體現。首先，其第一次在立法中出現了

中央與地方的明確分權，以及對中央立法機關干預地方立法事務的明

確限制；其次，在立法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第一次在合

法權力範圍內以合法的程序，不但制定了相互衝突的法律2，而且還第

一次運用了明確的法律，限制自己在香港特區的立法權和監督權；最

後，在法律適用上，賦予香港特區司法機關在審判中適用其立法會制

定的法律而不適用全國性的法律。可以說，在一國兩制的影響下，我

國立法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

這種立法體制的變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它突破了傳統的單

一制下地方政府的權力範圍，吸取了複合制國家模式的某些經驗。這

符合當代國家結構發展的趨勢：即由權力高度集中向權力分解方向發

–––––––––––––––

1. 楊靜輝、李祥琴：《港澳基本法比較研究》，第 141 頁，澳門基金會， 1996 年。

2. 這是指基本法在其內容的幾乎所有方面，都是與現行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

法律相衝突。至於基本法本身的合憲性如何，則是另一個問題，學者對此觀點不

一。詳見吳建香：《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載《中國法學》1997 年第 3 期；陳

友清《論一國兩制法學及其形成和發展》，載《中國法學》200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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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國家權力集中程度的降低，權力分解程度的加深，有利於發揮

地方政府的主動性、積極性，有利於中央政府簡政放權，提高工作效

率，進行科學的宏觀調控。3 這實際上也是市場經濟這一經濟基礎對上

層建築的要求，正如布坎南所說的“就可能的程度而言，政治權威應該

被從中央下放到不同的相互競爭的，准自治的，又經濟上一體化的聯

邦結構之中”、“只有確保聯邦化的政治結構才能有效地以各種完全類

似市場過程的方式來利用競爭的力量”。4

由於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這種立法權不完

全同於大陸的地方權力機關(包括民族自治地方)所行使的地方性法規

的制定權。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只受中央權力機關的有限監督，它顯

然享有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享有的廣泛、獨立的立法權，是獨立於現

有立法體制下的一套較為獨立的立法系統，由於立法體制的改變，香

港特別行政區從而產生了以前“一元立法體制”下所不會產生的中央與

地方的立法權之間的如何合理分權，如何保證香港特別行政區在行使

強大的立法權時不會超越中央的授權並符合基本法的要求問題，由

此，也就產生了中央應該如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實行必要的

監督和限制，才能既維護香港高度自治，同時也不破壞中國法制的統

一，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的問題。

二、香港立法監督制度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監督主體的設置是否合適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7條規定，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才獲授權查核

香港法律與《基本法》是否相抵觸。第17條所賦予的是一項監督的權

力，保證特區的法律不會超越特區自治範圍以內的事情。人大常委會

的監督主體地位符合中國傳統的理論觀點及憲法的規定，即全國人民

–––––––––––––––

3. 文正邦：《關於“一國兩制”的法哲學思考》、《現代法學》1997 年第 3 期，第

57 頁。

4. 布坎南：《經濟自由與聯邦主義》，公共論叢第 3 卷，三聯書店，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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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擁有立法及解釋法律的權力，其權力具有

至高性。在人大閉會期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執行人大的部分修改立

法和監督法律的權力。人大常委會的監督主體地位在處理傳統的中央

與地方立法權的關係上是沒有問題的，姑且不論其是否有效。而基本

法實施以後，中國的立法體制發生改變，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是屬於

其高度自治權範圍之列的，是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的授權而產生的，作

為中央立法監督機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雖然也是立法機關，但特別

行政區的立法權與全國人大的立法權是相對獨立的，不像其他地方立

法權和中央立法權之間是純粹的從屬關係。特別行政區所制定的法律

只要不違背基本法的規定，即使與相應的全國性法律在體例、內容乃

至性質上有相抵觸的地方，中央都不能干預。這樣，監督主體繼續由

人大常委會來擔任的話，便會產生一些理論上難以解釋，實踐中難以

操作的問題。

其一，現代政治學表明，監督指向實際上與權力指向相一致，監

督者的地位不宜低於被監督者的地位，主體機構必須要在客體中尋求

權力支點，才能實現強有力的監督。而從基本法規定，香港立法機關

並不是由全國人大領導的，兩者既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也不是

純粹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在特區自治的範圍內，全國人大也無法

宣佈特區的某項法律無效，這樣，全國人大常委會無法尋求有效的權

力支點對香港特區的立法進行監督，使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何種身份來

監督特別行政區的立法產生了疑問。

其二，現代監督理論表明，外部監督的效果比內部自身監督更為

有效，因為發現和揭露別人的錯誤比發現和揭露自己的錯誤要容易得

多，這就要求設立一個第三方的中立主體來進行監督。而當全國人大

常委會認為特別行政區制訂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時，它既是發生爭議

的一方，又充當爭議仲裁者的角色，這種身份的合二為一，易使人們

對其公正性產生懷疑。這實際上也是中國一直以來法律監督沒有實效

的原因之一。名義上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進行憲法

監督、普通法律監督和立法監督，但就中國目前的立法監督狀況來

看， 自1978年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未宣佈過任何地方法規失效。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表明中國的地方立法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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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各種越權立法、重複立法與主體法律相衝突的情況卻屢屢出

現。這種不完善的立法監督現狀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的法制統一和健

全，必須對其進行改革，否則今後對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立法進

行監督、審查乃至將有關法案發回，將給人造成一種區別對待，而非

一視同仁的印象。

（二）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審查是否有確定的標準

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上報備案的特別行政

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主要是審查其是否符合基本法中有關中央

管理的事務，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規定，從字面上理

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的標準是特別行政區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

本法，然而，憲法是否作為審查特別行政區立法的標準，現有法律尚

未對此作出明確規定。而這問題則涉及到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問

題。香港基本法與中國憲法的相容性一直被認為是基本法中最為含糊

的地方，這點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已被重複提及5，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就此問題亦曾作過詳細的研究，該委員會提出以下的解決辦法：（1）明

文規定憲法在香港基本法中的適用性；（2）對憲法作出解釋，澄清香港

基本法與憲法的關係，尤其闡明哪些憲法條文不適用於香港；及（3）設

立一個專門解決憲法與香港基本法之間的潛在衝突的委員會。6

筆者認為，從憲法實施的應然狀態來看，中國的法律體系是以憲

法為基礎的，一般認為，憲法是中國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的法

律，以憲法為前提，從合憲性的角度確定法律條文的含義，是法律系

統和諧的最基本的要求。7香港基本法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制

訂，特區所實行的高度自治權也是由全國人大所授權的。這就要求在

–––––––––––––––

5. Hungdah Chiu(ed),The Draft Basic Law of Hong Kong :Analysis and Documents

Occasional Paper/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umber5,1998,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6.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專題小組《基本法與憲

法的關係：最後報告》，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1987 ，第 10 － 12 頁。

7. 張志銘：《法律解釋的操作分析》，第 246 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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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的效力位置中，憲法必須處於第一效力位置的地位。原則上

憲法是應該適用於香港的，並應該作為審查特別行政區立法的標準。

而從實然狀態來看，從具體條文出發，憲法中關於社會主義制度

和政策等內容的規定卻不可能在香港加以推行和適用，否則，“一國兩

制”的原則便不能得以實現。8 有人就此提出一些變通的提法，如憲法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效，但部分條文卻不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香

港基本法已明確表達或默示了憲法在香港適用的範圍，所以，凡與香

港基本法不相一致的憲法條款，不在適用之列；凡不與香港基本法相

抵觸的憲法條款，均在適用之列。這種提法雖然勉強承認了憲法在特

別行政區的地位，但卻不能解釋以下一些疑問，首先，認為憲法在香

港部分適用的觀點是基於憲法可分割的假設之上，但理論上，卻違犯

了邏輯上的“矛盾律” 的要求，一個事物不可能既是某種狀態，同時又

不是某種狀態，憲法或是適用或是不適用，作為中國最高法律權力的

法律，憲法確立了一種政治制度而且其本身亦不受任何條件的限制。

其次，如果認為憲法的條文是否適用於香港，處決於這些條文是否符

合香港基本法，那麼香港基本法就被提升至高於憲法的地位，這種極

端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最後，怎麼決定哪一部分適用於香港特區

呢？在決定哪些條文適用於香港特區時標準又是甚麼？這恐怕是在實

踐中很難解決的問題，基本法草委會中的中方成員亦多次清晰地指出

這個問題，他們表示：“憲法中很多條文不適用於香港，但如果要我們

解釋當中的每一個條文是否適用於香港，我們便會遇到技術上的問

題。一些條文中，只有部分適用而另一部分不適用；另一些條文中，

只有一些句子適用而其餘的句子則不適用。”9

為解決香港基本法與憲法的關係問題，筆者認為，還是要在條件

成熟的情況下，對現實憲法作必要的修改、補充，制訂出一部體現和

–––––––––––––––

8. 黃江天：《試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香港的適用性》，《香港律師》， 1999年 3 月。

第 22 頁。

9. Ting Wai,‘What will the Basic Law Guarantee?A Study of the Draft Law from a Politic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 載於 Hungdah Chiu(ed),The Draft Basic Law of Hong

Kong :Analysis and Documents Occasional Paper/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º 5,1998,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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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祖國統一，並鞏固統一成果的“大憲法”，以真正實現憲法在全國

範圍內的一體遵行，普遍實施10，從而改變現行憲法實際上大多數條款

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狀況，實現法律的應然狀態與實然狀態的

統一。

（三）備案監督的方式是否有效

決定監督機制是否有效的技術指標，主要在於手段和方法的水準

方面，監督的手段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後監督。目前香港基本法中唯

一規定的監督手段就是“備案”，其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構，

就其制定、通過的每一項法律及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並附上新

制定的法律條文。這種監督方式很明顯是事後的監督，只能是對立法

結果而非立法過程的監督，對立法過程技術的監督就難以實現經常

化、程序化的監督。而且香港基本法第17條所賦予的是一項有限的監

督權力，保證特區的法律不會超越特區自治範圍以內，但它並不賦予

人大常委會監督特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所有條文，人大常委

會只有在法律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時才

可以宣佈法律無效。所以，真正能經常、全面地監督特區的法律是否

符合香港基本法的機關自然是香港的司法機關，香港實行司法中心主

義，一切事實最終歸結於司法的方式來解決。香港法院在日常審判案

件適用法律的過程，同時也是對特區法律進行監督的過程。作為香港

特區的憲法，香港法院自然有權維護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11條

進一步澄清這種權力，根據這一條，香港頒行的法律不可抵觸香港基

本法。香港法院既然有責任執行和維護香港基本法，它自然有權力和

責任拒絕承認與執行任何與香港基本法相抵觸的特區法例。

香港基本法第17條進一步規定：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特別

行政區享有立法權，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經立法機關二讀通

過、行政長官簽署和公佈後生效。特區制定的法律雖要報全國人大常

–––––––––––––––

10. 文正邦：《關於“一國兩制”的法哲學思考》《現代法學》， 1997 年第 3 期，第

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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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備案，但備案不是批准，對法律的生效並無影響。一經行政長官

簽署、公佈，就依法生效。而有關法例沒被發回重議本身也並不能視

作有關法案即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如果該法律被全國人大常委會發

回，立即失效，這種失效原則上無溯及力。這表明，在一個法律生效

後至失效前，如果被適用於有關案件，則該案件的判決結果就可能違

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且這個違法判決由於“不溯及既往” 的原則而得

不到糾正，這對基本法的權威將產生負面影響。

其次，備案監督的方式往往容易產生備而不審的現象出現，備而

不審是指備案機關接受備案後並不對備案的規範性法律文件進行形式

或實質上的審查。導致備而不審的原因：一是現行法律法規對備案機

關完成備案審查工作的期限以及備案機關對報送備案的規範性法律文

件不審查所應承擔的責任沒有明確規定，而基本法17條本身也並沒就

人大常委會行使發回的權力作出時限的限制，使備案機關對備案的效

力和功能產生偏視，認為備案只是一種形式，備而不審，對特區法例

違反基本法的規定無法及時發現並真正進行處理。二是基本法關於備

案的法律效力規定不足，備案未與特區法例的生效聯繫起來的因素，

也加劇了備案機關的這種認識。既然備案流於形式，那也就沒必要進

行認真審查，審查錯了弄不好引起極大的風波，不審查也沒有誰來追

究自己的責任，自己又何必去審查呢？久而久之，備而不審的現象在

備案監督過程中頻繁地出現，使得立法監督流於形式。

最後一點關於備案這一監督方式的不足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經審

查後，只能將有關法律發回，而不對其作出修改。而我國憲法規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地方法規實行監督，有

權撤銷它們制定的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法規和決

議。發回與撤銷都使被發回的法律和被撤銷的法規立即失效，在這一

點上二者是相同的。它們的不同之處是：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

性法規被撤銷後不能再作其他處理，而特區法律被發回後，特區立法

機關還可以作進一步處理，可以將法律撤銷，也可以對法律進行修

改。那麼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是否可以再次將原被發回的法案提交中

央備案？也就是說，特別行政區是否有權請求復議？關於這方面，法

律並無明確規定，因此，如果出現特別行政區將已被中央發回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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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修改，原封不動地再次提交給中央的情況，就在中央和特別行政

區之間產生僵局，雖然這種情況或許極少出現，但也不能排除其產生

的可能性。針對這種情況，也有必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今後修改基

本法或對基本法運行解釋時提出解決辦法。

三、完善香港立法監督制度的幾點思考

（一）維護基本法的權威性

“一國兩制”是建立在一個主權之下兩種經濟、政治和法律制度的

共存的基礎上，但兩種體制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性，因此，基本法就

擔當一個這樣的歷史使命：它像屏障一樣，分隔開這兩個不同的制

度，保證特區的高度自治；同時，它亦成為香港特區與憲法的橋樑，

解決兩地之間衝突的基本平臺。11事實上，基本法提供了幾個方面的交

匯，如基本法與全國性憲法和法律關係問題，以及人大常委會對香港

的權力的問題，這些問題由於在基本法中沒有明確的規定，所以在實

踐中產生了特別的困難，同時也是處理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立

法監督所必須解決的前置問題。而這些問題根源又產生於我們對基本

法的獨立性的認受程度，即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維護基本法的權威性。

筆者認為，香港基本法作為一個地方憲法性的文件應該享有高度的獨

立性，這㝯所說的獨立並不是完全獨立分離的意思，而是指處理中央

與特區之間的關係，尤其是中央對特區制定自治條例的監督以及法律

在香港的適用問題，應該以基本法作為處理問題的基本框架，因為基

本法作為全國人大制定的處理“一國兩制”問題的基礎法律，以《中英聯

合聲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基礎，本身具有極大的權威性。而

且，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保證香港的自治，防止中央的不當干

預，同時也防止特區立法權對中央立法權的不當侵蝕，基本法的許多

內部方面的規定也承認了基本法自身的獨立地位。具體體現在基本法

–––––––––––––––

11. 傅華伶：《不同形式的最高權威：《憲法》、全國人大及香港特別行政區》，載佳

日思、陳文敏、傅華伶主編《居港權引發的憲法爭議》，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1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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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了自己的修改規則和程序而不用依據全國性憲法規定的立法程

序；其中部分條款是全國人大也無法修改的；人大常委會不能修改其

認為是違法的特區法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自治範圍內的立法沒有控

制權等方面。所以，在現行憲法沒有發生改變和基本法進行修改的情

況下，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立法監督應該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審查特

區法律是否違反基本法的規定，同時，不能侵入基本法規定的自治範

圍內宣佈特區法律無效。

（二）正確看待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割

“一國兩制”是對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關係的一種創新。這種創

新體現在立法體制上即基本法對中央立法權，中央對特區的法律監督

權都實行了嚴格的限制，這種限制不僅是程序上的，也是實體權力上

的。這種限制在我國的立法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因為在我國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既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是國

家最高立法機關，其立法權力理論上是不存在邊界限制，全國人大通

過制訂基本法限制自己的立法權，突破傳統的理論框架，也使中央與

地方的權力分割發生微妙的變化，正確看待這種變化才能切實把握如

何處理中央與特區之間發生的一些立法衝突與權力衝突問題。一方

面，從中央與香港的力量平衡、香港特區立法權及其他地方權力的來

源和中央拒絕“剩餘權力”的維度，體現了我國仍然是主權高度集中的

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另一方面，卻又含有聯邦制下中央與地方高度

分權的特色，最特出的是立法嚴格禁止中央干涉地方自治範圍內的事

情，包括最高立法機關對其法律監督及司法的干預，並且，那些確保

香港特區自治權的條款是只有經過特別程序或法定多數才能加以修改

或廢除的條款，在限制政府權力的同時，也限制後來立法者的權力，

具有明顯的剛性條款的特性。因此，在一國兩制下，這是一種新型的

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不是完全的單一制，也不是單純的聯邦制，

有其自身特色。當兩者發生衝突時，不應該也不可能絕對的強調一方

服從另一方，或是兼顧兩者，均衡解決。根據達倫多夫和科塞的衝突

理論，衝突與不均衡是每一個社會都不可避免的，不存在穩定與均衡

的社會系統，衝突、不均衡對社會的作用不僅具有破壞性的一面，其



305

實更具有建設性的一面。12“既堅持單一制國家形式，堅持中央對特區

的管轄權，又維持特區的高度自治”的提法在筆者看來過於理想化，其

實，真正重要的不是千篇一律將解決矛盾的理想狀態歸結為平衡、兼

顧；相反是正確對待兩者中存在的衝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條件的

不同具體問題，把握住其主要方面，進行嚴謹、縝密的分析，並得出

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建立於一種“差異模式”的基礎上的解決也許更

為有效。

（三）創新監督的模式

一國兩制及其產物基本法法律制度對國家的立法體制和法律監督

制度帶來深遠的影響，對於一些具有新意義的事物，不應該沿襲舊的

框架去解決，或者當經驗或已有的結論不能適應或詮釋“新”的事物

時，應該有勇氣進行“經驗的否定或揚棄”，或者試圖對已有的結論或

經驗以新“事實”修修補補。中國一直以來都是由立法機關居於法律監

督體制中的主導地位，即立法機關對法律的監督為主要監督模式。但

如上分析，這一監督模式在解決中央對香港特區的立法監督中，無論

在監督主體或是監督方式上，都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同時，立法監

督這一結論也並不一定具有認識上的合理性，法律監督司法化已成為

世界性的趨勢。13人們業已認識到立法機關不必也不一定勝任法律監督

的任務。以往人們片面強調立法機關監督，而沒有認識到“如同對個人

之間的糾紛裁決一樣，對立法機關中的僵局以及不同立法機關之間的

衝突，也可以由司法機關來解決”。14法院可以在憲法原則和立法機關

的法案之間作一裁決，以實現對立法機關的制約和補救。況且，從法

治運作來看，法院應該在法治中佔據中心地位，擔當著法治“監護者”

和“保護神”的作用，一切政治或社會問題最終都歸結為法律問題，都

可（起碼是期望可以）在法院通過訴訟解決，司法權特別是違憲審查的

擴張，是現代法治發展的基本趨勢之一，因為法院被認為是“最不危險

–––––––––––––––

12. 吳增基等編：《現代社會學》，第 42 、 43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3. 張慶福、甄樹青：《憲法監督的發展趨勢》，《外國法譯評》， 1998 年第 1 期。

14. 盛洪；《法官裁決和公共選擇》，《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 年春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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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機關”，同時也與香港實行司法中心主義相銜接，因而，法治實

踐對一國兩制的檢驗，從訴訟而不是從立法或行政或學理討論開始，

並且司法檢驗始終佔據主導的地位，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15 因此，

在處理中央對香港特區法律監督權這一交匯性的問題，就非常有必要

賦予司法機關以一定的司法審查權16，建立以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為核

心的司法審查制度，與人大的監督組成複合審查制，並從機構的組

成、權力範圍和程序運作等方面有效地保障這種監督機制，可以說，

在法律監督問題上，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如果能夠通過立法監督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現，將由此帶動整個法律監督機制的完善。

–––––––––––––––

15. 陳友清：《論一國兩制法學及其形成和發展》，載《中國法學》2006 年第 2 期，第

60 頁。

16. 中國目前的法律中只有《行政訴訟法》第 53 條規定了法院的有限司法審查權。


